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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导设计具备“技术属性”与“市场属性”双重特征,“技术—市场”双螺旋交互促进推动了主导设计的

形成与发展。 国际主导设计跨越国界推行技术与市场双重垄断、政治打压给技术追赶中的后发国家带来了多重

市场失灵,在“政府—市场”二分法逻辑下,传统的政府干预机制难以凑效,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中间地带”体制机制优势,强化由中国特色大国需求效应驱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

主导设计开发的市场拉动力与组织推动力,促使我国企业瞄准国际主导设计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展开攻关取得丰

富成果,而不是绕开关键核心技术仅仅从事与国际主导设计配套的外围辅助技术开发。 相比于沿用国际主导设

计既定的技术路线,我国企业更倾向于另辟蹊径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进

而更有助于自主开发出我国的主导设计,成功打破国际垄断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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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China’s dominant design in digital
technology industry from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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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ominant design ( DD) has the dual nature of technology and market. The formation of DD relies on

technology-market double helix. The dual monopolies of technology and market along with the political suppression from

International DD have caused multiple market failur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radition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can’

t be effective in dichotomous logic of government vs market. It’s necessary to exert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termediate

zone” mechan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al pushing force from better combination of

“efficient market” and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pulling force driven by the “big country demand effect”.

This study shows that China’s firms have targeted core technologies in IDD, instead of bypassing these technologies and

only engaging in peripheral low-end technologies. Rather than follow the established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 of IDD,

China’ s firms prefer to choose different trajectory to promote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more conduciv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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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China’s DD and the breakup of international monopoly.

Key words:dominant design; technology standard; patent pool; big country demand effect; technology catch-up

　 　 长期以来,各国高科技企业巨头围绕主导设计

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的技术竞争与市场争夺,胜
出的技术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技术并从根本上决定

了市场发展态势。 英特尔 CPU、高通处理器芯片、谷
歌 Android 移动操作系统、微软 Windows 计算机操

作系统与 Office 办公软件、美国 GPS 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MPEG 国际音视频编解码系统等,国际上主

导设计凭借长期持续的巨额研发投入与产品迭代

升级,拥有强大的技术累积与学习曲线优势,建立

了庞大的技术壁垒与牢固的市场垄断地位,攫取

了行业中绝大部分利润。 主导设计竞争的失败者

或市场追随者瞄准主导设计的关键核心技术实施

创新,只能围绕关键核心共性技术、关键核心配套

技术进行外围配套技术创新或生产工艺创新。 这

些理论与研究结论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
很少站在后发国家立场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新形势

与大国博弈新背景下,探讨初始技术相对落后的

我国企业如何成功逆袭,推动我国自主开发的潜

在主导设计转化为现实的主导设计。
本文扎根于中国情景,探讨国际竞争对我国

主导设计技术路线选择与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开发

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国特色“大国需求效应”驱动

的主导设计自主开发动力机制以及有效市场和有

为政府更好结合的主导设计自主开发组织机制,
力求弥补当前国外主导设计理论缺陷及对中国情

景的研究不足。
一、主导设计的概念与属性

“主导设计” (Dominant Design)一词的提出,
可追溯至 1978 年 Abernathy 等[1] 发表的“Pattern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一文,在市场处于早期动荡

阶段,存在多种产品技术路线或方案可供试错、选
择与改进,伴随某一产品技术被不断改进并在竞

争中逐渐被市场筛选和广泛接受,主导设计逐渐

形成,为某个产品类别建立了居于市场主导地位

的单一技术体系,其他技术则遭到市场排斥。 主

导设计是特定时期内融合了众多单项技术创新并

以新产品形式呈现的技术与市场相互作用的结

果,是赢得市场忠诚与支配重要的市场追随者而

必须遵循的一套技术规范。 某种新产品的主导设

计一旦出现,对这种产品性能的不同要求则会大

大减少并趋于一致[2]。
主导设计具备“市场属性”与“技术属性”双重

特征。 在市场方面,主导设计的出现从根本上改

变了市场竞争结构[3 - 4]。 主导设计是在主流市场

上处于垄断地位的单一技术架构,其他技术则退

守细小的利基市场或从市场消亡。 主导设计产品

不是满足少数用户需求的小众产品,而是在技术

可能性与市场选择相互作用下被大多数用户广为

接受的大众产品。 主导设计的出现使得产品技术

体系更加有序,减少了产品类别的繁杂混乱与研

发风险,能够刺激需求,引发规模经济效应,带动

行业总体销量进一步提升[1 - 4]。 在技术方面,主
导设计是从多种技术路线或方案中竞争胜出的折

衷结果,可能存在个别技术性能不代表同期行业

最高水平,但总体性能能够满足主流市场需求[3]。
主导设计并非一定是最大限度地提高某些单一技

术性能,而是在技术可能性与市场选择相互作用

下被广泛接受的主流产品形式[1 - 4]。 主导设计定

义了产品类别架构的具体规范,代表了各种不同

技术功能之间的最佳折衷,可以有效解决不同设

计之间的技术争端,引导产业由差异化、定制化向

标准化方向发展[5]。 随着复杂产品模块化程度不

断提升,产品架构层面的主导设计与零部件层面

的主导设计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呈现出产品架构

与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构成的嵌套层次结

构,复杂性主导设计可能由若干个更基本的主导

设计构成[6 - 7]。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国际竞争对我国主导设计技术开发的

影响机制

1. 国际竞争对我国主导设计关键核心技术、
外围配套技术开发的影响机制

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主导设计理论认为,主
导设计是产业技术变革周期阶段划分的标志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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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线[1 - 5]。 主导设计出现之后,单一主导技术胜

出,其他竞争性技术退出主流市场,技术创新以产

品创新为主转变为以生产工艺创新为主,以突破

式、激进式创新为主转变为以累积式、渐进式创新

为主,以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为主转变为以外围配

套技术创新为主;企业竞争焦点以产品架构变革、
性能优化等技术竞争为主转变为以成本、价格、品
牌、渠道等营销竞争为主。 在同一技术范式内的

“技术—市场”两阶段竞争中,主导设计开发时机

存在明显的“窗口期”,在以技术竞争为主的阶段,
存在开发时机,企业进入时间早晚与主导设计成

功概率之间存在先增后减曲线关系;在以营销竞

争为主的阶段,企业另行推出其他技术路线已没

有机会赢得主导设计,只能沿用即将胜出的主导

设计参与市场份额之争[5,8 - 10]。 主导设计竞争胜

出者掌控着产品关键核心技术,建立了庞大的专

利壁垒,拥有强大的技术累积与学习曲线优势,而
失败者或市场追随者瞄准主导设计的关键核心技

术实施创新,围绕关键核心共性技术、关键核心配

套技术进行外围配套技术创新或生产工艺创新。
在产品市场上,主导设计竞争胜出者将自身研发

优势与全球生产优势叠加,造就了富有竞争力的

产品性价比,使得技术追赶者投放市场的产品还

未来得及迭代升级便夭折,这从根本上遏制了后

发企业的研发积极性。
按照发达国家理论逻辑,在同一技术范式内

主导设计出现之后,其他企业要么遵从,要么退

出,而难以另行推出替代型主导设计产品[5,8 - 10]。
这些理论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很少站在

后发国家立场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新形势与大国博

弈新背景下,探讨初始技术相对落后的我国企业

如何成功逆袭,推动我国自主开发的潜在主导设

计转化为现实的主导设计。
如表 1 所示,我国主导设计开发与发达国家相

比存在巨大差异。 回顾我国数字技术产业主导设

计开发历程,在多个技术追赶领域我国已成功推

出了自主开发的替代性主导设计,包括中国音视

频编码系统(AVS)、中国数字电视标准、麒麟信安

服务器操作系统、WPS 金山办公软件、信息设备资

源共享协同服务系统(闪联)、移动通讯技术 TD-
SCDMA(3G)、TD-LTE-Ad(4G)、Polar Code(5G)、
华为海思芯片、中国龙芯、中国申威处理器芯片、
神威·太湖之光超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等,现
有的发达国家主导设计理论难以给予合理解释。

表 1　 发达国家与技术追赶中的我国数字技术产业主导设计差异性对比
对比要点 发达国家数字技术产业主导设计开发 技术追赶中的我国数字技术产业主导设计开发

市场需求特征
在新一代主导设计出现之前,全球市场需求不
明朗,大规模市场需求尚未形成

在我国自主开发主导设计之前,国内市场需求明朗,规模巨大,而
且已被国外既有的主导设计垄断

开发动机
通过高水平技术创新,开发全新型主导设计,引
领和创造高质量需求

自主开发替代型主导设计,与国外同类主导设计展开竞争

驱动机制 技术开发引领、市场需求推动 国内超大规模市场需求倒逼、技术追赶与超越

技术创新类型 以原始创新、突破性创新为主
沿袭发达国家主导设计既有的技术轨道,以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集成创新为主。 或者,选择与发达国家主导设计不同的差
异化技术轨道,以原始创新、突破性创新为主

开发时机选择 产业技术变革周期的技术竞争阶段 产业技术变革周期的营销竞争阶段

竞争对手
全新型主导设计尚未出现,国外企业之间展开
竞争

国外全新型主导设计垄断地位已确立,我国企业开发替代型主导
设计与国外企业展开竞争

竞争焦点
新市场尚未出现垄断,企业之间开展同步技术
竞争,同步市场份额竞争

在国外主导设计技术与市场双重垄断前提下,我国企业开展技术
研发与市场推广

竞争范围 以发达国家国内市场为中心,向全球市场扩张 以我国国内一体化市场为主,推动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
市场体制环境 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利益争夺 企业之间“市场利润”之争 我国与外国之间“国家利益 + 企业利润”之争
组织机制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私营企业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中国特色组织机制

　 　 后发国家的企业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由于受

自身资源与能力约束,往往采取“由表及里,由外

围向核心”的创新战略,最关键核心的零部件往往

严重依赖于国外进口,外国关键核心技术的影响

力越大,我国企业基于这些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自

主创新的产出成果反而越少。 从主导设计竞争视

角,重新审视企业技术战略,我国通过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技术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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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逐步由外围配套技术开发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转移,由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转移[11 - 12]。 为了应

对发达国家主导设计的垄断与政治打压,我国政

府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施主导设计供给侧

与需求侧联动改革政策,促使我国企业能够瞄准

国际主导设计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展开攻关,而不

是绕开这些关键核心技术仅仅从事产业链低端技

术开发。 虽然外国企业通过全球专利布局形成了

强大的专利族壁垒,但并不能有效阻止我国企业

以关键核心技术为导向开展自主创新。 鉴于外国

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主导设计中的巨大影响力,
我国企业通过学习、破解这些关键核心技术的“基
本专利”,开发出一系列改型变异的“从属专利”,
通过向国际标杆学习与模仿创新,我国企业逐步

完成技术积累,培育出主导设计开发能力,为自主

开发替代型主导设计创造了条件。 因此,本文提

出研究假设:
H1:与发达国家主导设计开发及竞争实践不

同,在国际主导设计技术与市场双重垄断背景下,
我国企业能够瞄准国际主导设计中的关键核心技

术展开攻关,而不是绕开这些关键核心技术仅仅

从事与国际主导设计配套的外围辅助技术开发。
即:外国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主导设计中的影响

力越大,我国企业基于这些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自

主创新的成果就越多。
2. 国际竞争对我国主导设计技术路线选择的

影响机制

“技术范式” (Technological Paradigm)是指在

解释、解决同类技术问题时,被公认的、共用的、共
性的科学原理、定律、基本方法、材料或生产工艺

的某一方面或几方面的技术规范体系[13 - 14]。 新

旧技术范式转换往往意味着重大技术变革与突破

式创新。 “技术路线” (Technological Trajectory)是
指在技术范式规定的边界范围内,解决同类技术

问题或实现相同、相似的产品功能时,进一步采取

的具体的、差异化的技术轨道、方法或方案[13 - 14]。
在同一个技术范式内,可能存在多条相互竞争的

技术路线,在共用一套相同的技术规范体系基础

上,进一步采取了差异化的技术实现方式,竞争胜

出的技术路线即为主导设计。
在发达国家主导设计出现之前的技术竞争阶

段,国外高科技企业往往面临多条差异化技术路

线可供选择。 早期市场需求不稳定,用户期望不

明朗,各个企业选择自认为能够最好地与顾客期

望匹配的技术路线开展产品研发,由于不同企业

对用户期望有着不同理解与判断,因而可能产生

多条技术路线。 单一企业受自身资源约束与市场

竞争压力所迫,难以“遍历”所有可能的技术路线,
往往通过试探性开发与比较,在自身已有知识沉

淀与技术累积基础上通过“自我强化”锁定其中一

条技术路线展开集中攻关,在备选技术路线上积

累的初始专利与知识资源则被搁置或转售。 这种

强烈的“排他效应”有助于企业集中优势资源参与

主导设计竞争,也可能导致企业与后来发展成为

主导设计的技术路线背道而驰。 通过企业专利图

谱、专利技术领域代码、专利引用与被引网络,可
以清晰地描绘出各个企业不同技术路线的此消彼

长关系与发展态势。
主导设计之争不仅是新旧技术范式代际之

争,更是同一技术范式内多条技术路线之争。 发

达国家主导设计的出现,仅仅意味着某一条技术

路线的主导地位确立,但绝不等同于垄断了同一

技术范式下所有可能的技术路线,这为技术追赶

中的后发国家选择差异化技术路线自主开发主导

设计提供了可能。 而且,国际主导设计的技术开发,
从来不是一步到位完成开发任务,而是在大规模市

场需求的持续推动与孕育中不断迭代升级,在这一

进化过程中,后发国家完全有可能嵌入自主开发的

改进技术,实现对国际主导设计的改型升级与自主

可控。 这就为技术追赶中的后发国家开发替代型主

导设计提供了两条基本途径:一是随大流,沿用国际

主导设计既定的技术路线,开展学习、模仿、升级换

代与再创新;二是另辟蹊径,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

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
自主开发替代型主导设计的技术路线时,我

国究竟是选择随大流还是另辟蹊径,受到能否开

发成功、技术累积水平、技术追赶速度、技术垄断

与专利壁垒、技术创新空间与产品成熟度、技术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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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同步性、技术兼容连续性、市场需求差异性、政
治打压与国家安全、产品漏洞与后门、零部件断

供、自主可控性等因素影响。
随大流,沿用国际主导设计既定的技术路线,

实施“逆向工程”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技术

方向明确,创新风险相对较小,可以减少和避免先

行者的前期试错成本,共享开源技术。 但是,在后

发企业学习模仿过程中,难以绕开国际主导设计

的专利壁垒,难以逆向求解隐含的缄默性知识与

技巧。 在技术追赶中,容易出现中外技术升级不

同步,技术兼容不连续,产品功能不配套。 受国际

政治关系影响,可能出现零部件断供与技术更新

停滞,自主可控性差。 如 2019 年受到美国政府打

压,谷歌曾宣布不再向华为提供手机、平板等移动

终端 Android 操作系统技术更新服务,迫使华为自

主开发鸿蒙系统。
另辟蹊径,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

化技术路线,虽然技术方向不明朗,失败率高,但
其被开发程度低,创新空间大,可以根据我国本土

大国需求典型特征,自主开发富有针对性的主导

设计,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由于中外技术路线

不同,我国可以相对容易地绕开国际主导设计既

定技术路线的专利与缄默性知识壁垒,营造自主

创新生态系统,减少和避免由国际技术升级不同

步、技术兼容不连续造成的产品功能缺陷,有效封

堵国际主导设计产品漏洞与后门,在动荡的国际

政治经济环境中,提升我国主导设计的自主可控

水平。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相比于随大流沿用国际主导设计既定的

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我国企业更倾向于另辟

蹊径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

开展自主创新。
H3:相比于随大流沿用国际主导设计既定的技

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我国企业越倾向于另辟蹊径

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开展自

主创新,越有助于自主开发我国的主导设计。
(二)中国特色“大国需求效应”驱动的主导设

计自主开发动力机制

主导设计的形成过程既要依托技术开发引

领,又要依托市场需求推动,是“技术—市场”双螺

旋交互促进发展的过程。 全球争夺主导设计的大

量案例表明,初始先进的技术因缺乏市场广泛采

纳而难以持续迭代升级,最终被市场淘汰;初始相

对落后的技术因获得市场广泛支持而持续改进,
最终发展成为产业主导设计。 如果缺乏技术开发

引领尤其是突破性创新引领,主导设计只能在旧

式技术路线上渐进式改良,难以满足新一代高层

次市场需求。 如果缺乏大规模市场需求推动,企
业很难长期持续投入大量资源支撑新技术迭代升

级以完成新旧主导设计更替。 经济力量、制度与社

会因素共同影响着主导技术选择[13,15 -18],其中最重

要的经济力量是企业实现投资回报的压力,迫使企

业追求那些最有可能导致市场应用的技术[13]。
企业科技实力的比拼归根结底依赖于市场需

求这一宝贵的战略资源。 全球数字技术产业发展

史表明,世界上被广泛采纳的产业关键核心数字

技术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地完成技术开

发,而是在大规模市场需求的持续推动与孕育中

不断改进与迭代升级。 技术进步不是直线式的而

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深受市

场需求的影响[11]。 技术进步只有采取产品形式才

可能产生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与技术进步交互促

进协调发展。 而且,产品改进所需的知识源于企

业与用户之间互动,产品先进性与迭代速度受到

市场需求水平影响与制约。
主导设计产品不是满足少数用户需求的小众

产品,而是在技术可能性与市场选择相互作用下

被大多数用户广为接受的大众产品。 巨额的首

(台)套产品研发成本与较低的边际生产成本,使
得众多数字技术产业由“生产规模经济”转向“需
求规模经济”,市场销量从根本上决定了产品价

格。 而且,庞大的市场规模有助于实施差异化市

场细分战略,为我国选择与发达国家既有主导设

计不同的技术路线,自主开发差异化主导设计提

供了市场保障。 按照发达国家主导设计理论逻

辑,根本无法解释我国为什么能够在国外主导设

计已经获得技术与市场双重垄断的环境中仍然能

够成功地推出自己的主导设计。 从我国庞大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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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市场需求视角展开研究,是打开我国主导设

计形成过程“黑箱”的重要前提。
我国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不会天然地自动推

动我国主导设计自主开发,单凭自由市场经济这

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市场需求只会自然而

然地转向具有明显性价比的国际大牌主导设计产

品,这使得技术追赶中的我国企业投放市场的产

品还未来得及迭代升级便夭折。 总结我国主导设

计开发的成功经验发现,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差

异化需求只有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体制机制优势

结合,才能形成中国特色“大国需求效应”驱动的

主导设计开发动力机制。 主要体现为:推动国内

市场一体化发展、促进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的技

术标准化机制;由政府、国企、军队与军工单位、国
家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及相关机构等组成的中国

特色用户采购机制;由大型企业集团金字塔式股

权结构、交叉持股、国有资产监管与行政隶属、采
购联盟等关系形成的中国特色集中采购机制;由
采购补贴、税费减免、产业政策激励组成的中国特

色采购扶持机制;中国特色创新链—产业链—需

求链对接机制;由我国反垄断规制、反外国制裁

法、国际技术性贸易规则(TBT)、国家安全治理组

成的外国主导设计产品准入与反垄断反制裁审查

机制。 这些体制机制优势为我国主导设计开发与

产业化提供了强有力的市场保障。 因此,本文提

出研究假设:
H4:中国特色“大国需求效应”对假设 H3 具

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主导设

计自主开发组织机制

在国际竞争新形势与大国博弈新背景下,产
业主导设计之争,不再囿于企业之间“市场利润”
之争,已经上升至“国家利益”之争,一些发达国家

动辄以“国家安全”为由,频繁使用“国家力量”肆
意打压中国企业,技术封锁,核心零部件断供,把
持全球供应链,炮制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围堵封

杀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一系列对华极限施压

政策层出不穷。 从技术研发、专利产出,到产品市

场化、技术迭代升级的全产业链,发达国家主导设

计实施技术与市场双重垄断及政治打压,给我国

企业带来了严重的多重市场失灵。
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干预在应对

市场失灵时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作为市场的监

管者与调节人,通过财政、税收、货币、产业规制、
机制设计等政策工具,对市场主体引导、调节、扶
持、监管与约束,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

种监管与被监管、调节与被调节、补贴与被补贴关

系,是一种典型的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政府—市场”二分法。 这个观点强调政企分

开,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行政干

预,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反对政府以特殊企业身份与一般企业直接展

开竞争或者运用国家力量组建特殊市场主体(如
公有制企业)参与一般市场竞争。 这个观点认为,
政府与市场之间界限清晰,政府与市场之间不存

在或不应存在这样一种“中间地带”,既能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使政府

以特殊企业身份直接参与一般市场竞争。
任何经济学范式或理论体系都不是价值中立

的,都有其鲜明的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

出,“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

社会政治,纯而又纯”。 主流西方经济学理论源于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我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具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

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国家治

理体系显著优势,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
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

一个产业的技术竞争力由该产业内的龙头企

业所决定。 二战后,日本与韩国的经济赶超动力

源于大企业成长所主导的技术进步[19]。 当前,美、
日、德、英、法等发达国家的科技实力与创新水平

主要由各自国家知名的大型企业所代表和决定。
而且,近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发展,美国的产业规

制政策与司法审判放松了对本国大企业涉嫌垄断

的审查,积极扶持其参与国际竞争,在全球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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攫取超额利润。 处于技术追赶阶段的主导设计开

发成功与否,取决于后发国家大企业技术与市场

实力水平。 而当前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高科技企

业巨头在组织规模、研发投入、技术累积、专利储

备、市场份额、盈利水平、品牌效应等方面实力相

差悬殊,单打独斗难以应对发达国家技术与市场

双重垄断及政治打压,应该摒弃纯粹的“政府—市

场”二分法逻辑,在危及国家利益需要国家力量的

关键领域,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间地带”体制机制优势,政府不仅要发挥市场

监管者与调节人作用,而且要建立健全中国特色

“大国需求效应”驱动的主导设计开发动力机制、
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的组织机制。 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以及由国家资助的高校与科研院所在研

发投入、产品销售、政企合作等方面的引导优势,
对应对国际主导设计竞争具有重要意义。

与外源性创新相比,内源性创新更容易被自

身理解和采纳,基于同一产业内源性创新的组件

被选入主导设计配置的可能性更大[20]。 在主导设

计出现之前,通过建立密切的产业合作关系并加

大研发投资力度,为首选的技术标准提供可置信

承诺,能够有效提升创新绩效与主导设计胜出的

可能[18]。 建立由“市场利润”与“国家利益”两种

力量驱动的组织机制,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调
整我国技术供给结构,促成创新主体强强联合,引
导我国大型国企、骨干民企、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双一流高校等创新主体以产业

主导设计开发为抓手,实施“政产学研用”协同创

新,建立创新链与产业链对接机制,推动产业关键

核心技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我国主导设计开

发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因此,本文提出研究

假设:
H5: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主体、高校与科研院所

共同参与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组织机制对假

设 H3 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国际市场被广泛应用的由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等国际标准化机构颁布的音频 /视频技术

标准对应的专利池作为研究对象。 包括:1394、
ASTC、 VC、 HEVC、 DASH、 DisplayPort、 EVS、
MPEG2、MPEG -2 Systems、MPEG -4 Visual、MVC、
VC1、Qi wireless power 共计 13 个专利池,244 家成

员机构(含跨国公司、高校与科研机构),23 705 条

必要专利。 剔除重复入池专利与机构,共计 21 140
条必要专利,2 596 个专利族,105 家成员机构。 另

检索获悉,这 105 家成员机构在全球各国共计拥有

394. 15 万条专利。 本文将这 105 家成员机构作为

实证研究对象,可以代表本领域在全球范围的总

体发展状况。
在我国国内市场上,选取由我国牵头起草、认

定并被广泛应用的音频 /视频技术标准作为研究

对象。 包括: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 368 条、团体标

准 153 条,标准起草单位 1 116 家。 合并计算分公

司、子公司与母公司情况,选择参与起草技术标准

两条以上的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共计 175 家,其
在全球各国共计拥有 84. 75 万条专利。 本文将这

175 家标准起草单位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可以代表

本领域在我国国内的总体发展状况。
专利数据来源于 Derwent、Innography、Incopat、

PatSnap 数据库,技术标准数据来源于 3 大国际标

准化机构官网、中国知网(CNKI)与全国团体标准信

息平台数据库,专利池数据来源于专利池官网专利

声明书与年报披露资料,时间跨度为样本单位获得

音视频技术专利以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政府补贴与采购数据来源于公司年

报、中国政府采购网(www. ccgp. gov. cn),时间跨度

为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二)变量测度

1. 假设 H1 变量测度

在测度“外国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主导设计

中的影响力”时,本文将每个专利族作为研究对

象,计算每个专利族在全球多个专利池内的影响

力。 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与有效性,采用 3 种

方法测度。 方法一(变量 X11):该专利族的专利

加入专利池的个数。 其中多项同族专利加入一个

专利池,仅计算一个;一项专利加入多个专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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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多个计算。 方法二(变量 X12):该专利族加入

专利池的必要专利个数。 其中:一项专利加入多

个专利池,按多个计算。 方法三(变量 X13):该专

利族的专利加入专利池的个数(X11)乘以该专利

族规模。 其中:专利族规模 = A 类专利个数 + B
类专利个数。 在本文中,“A 类专利”指专利池内

的必要专利;“B 类专利”指与“A 类专利”同族但

未加入专利池的专利。
“我国企业基于外国关键核心技术开展自主

创新的力度”测度方法(变量 Y1):样本内所有中

国企业专利引用该专利族“A 类专利”与“B 类专

利”的次数之和。
本文研究外国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主导设计

中的影响力,为了降低这些关键核心技术在其他

领域影响力的干扰,以及降低专利族的专利权人

规模、技术覆盖范围、技术领域的干扰,引入控制

变量:每个专利族总被引次数(变量 C11)、每个专

利族专利权人数量(变量 C12)、每个专利族包含

四位 IPC 分类号个数(变量 C13)、每个专利族主要

IPC 分类号(变量 C14)。
2. 假设 H2 变量测度

在测度“我国沿用国际主导设计既定的技术

路线开展自主创新”时,采用方法(Y21):样本内所

有中国企业专利引用该家外国企业“A 类专利”与
“B 类专利”次数之和。 为了防范专利池引发市场

合谋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各国政府均禁止以不同

技术实现、具有功能相同或相似并且可以相互替

代的专利加入同一专利池,这为研究与国际主导

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提供了保障。 本文在

测度“我国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

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时,采用方法(Y22):样本内

所有中国企业专利引用该家外国企业在音频 /视
频技术领域内已剔除“A 类专利”与“B 类专利”的
其它所有专利次数。 这种测度方法将样本内所有

中国企业作为一个整体,从总体上考察其对一家

外国企业不同技术路线专利引用的基本态势,能
够避免个别单条专利引用带来的误差与噪音。

假设 H2 将样本内所有中国企业作为一个整

体,构建变量:Y23 = Y22 - Y21,Y23 值为负,意味

着我国企业总体上更倾向于随大流沿用国际主导

设计既定的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Y23 值为正,
意味着我国企业总体上更倾向于另辟蹊径选择与

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

新。 随着 Y23 值由小变大,意味着我国企业总体

上随大流力度减弱,另辟蹊径力度增强。
在测度“每家外国企业在国际主导设计中的

影响力”时,为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与有效性,
采用 3 种方法测度。 方法一(变量 X21):对该家外

国企业每个专利族的影响力得分(X11)加总求和。
方法二(变量 X22):对 X12 加总求和。 方法三(变
量 X23):对 X13 加总求和。 为了降低外国企业不

同技术规模及其在音频 /视频技术领域之外其他

领域的影响力带来的干扰,引入控制变量:每家外

国企业在各个领域的专利族总数(C21)、每家外国

企业专利总数(C22)、每家外国企业在音频 /视频

技术领域的专利总数(C23)。
3. 假设 H3、H4、H5 变量测度

在测度“每家中国企业沿用国际主导设计既

定的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时,采用方法(X31):
每家中国企业专利引用所有专利池成员单位的“A
类专利”与“B 类专利”次数之和。 在测度“每家中

国企业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

线开展自主创新”时,采用方法(X32):每家中国企

业专利引用所有专利池成员单位在音频 /视频技

术领域中已剔除“A 类专利”与“B 类专利”的其它

所有专利次数。 假设 H3、H4、H5 以单家中国企业

作为研究对象,构建变量:X33 = X32 – X31,X33
值为负,意味着我国这家企业更倾向于随大流沿

用国际主导设计既定的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
X33 值为正,意味着我国这家企业更倾向于另辟蹊

径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开

展自主创新。 随着 X33 值由小变大,意味着我国

企业随大流力度减弱,另辟蹊径力度增强。
“每家中国企业自主开发主导设计”的测度方

法(Y3):每家中国企业在音频 /视频技术领域参与

起草并被国家认定的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项数以

及由企业联盟发起的团体标准项数。 在测度“中
国特色大国需求效应驱动的主导设计开发动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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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M1)时,重点考察参与起草技术标准的政府

背景机构数量、企业用户基础规模与政府采购规

模。 在测度“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主体、高校与科研

院所共同参与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组织机制”
(M2)时,重点考察国有企业、科研机构、高校、行
业学会、研究会等不同类型组织参与起草技术标

准情况以及获得政府研发补贴规模。 其中,“用户

基础规模”测度方法:每家中国企业参与起草的所

有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所有合作起草单位

2000—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总和。 “政府采购规

模”与“政府研发补贴规模”测度方法:每家中国企

业参与起草的所有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所有合

作起草单位 2000—2020 年获得政府采购合同金额

总和、获得政府研发补贴金额总和。 为了测试不

同类型参与单位对主导设计开发的差异性影响,
本文采用 4 种测度方法:①国有企业数量;②国有

企业与科研机构数量;③国有企业、科研机构、高
校(产学研)数量;④国有企业、科研机构、高校、行
业学会 /研究会数量,分别对应变量 M1 的 4 种测

度方法即 M11、M12、M13、M14 及变量 M2 的 4 种

测度方法即 M21、M22、M23、M24。 为了降低不同

企业规模与起草单位类型干扰,引入控制变量:本
单位获得发明专利授权总数(C31),单位类型虚拟

变量(C32):企业、科研机构、高校。

(三)实证结果分析

1. 假设 H1 实证结果分析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基于外国关

键核心技术开展自主创新的力度”(Y1)与采用 3 种

方式测度的“外国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主导设计中

的影响力” (X11、X12、X13)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rX11 =0. 238, p <0. 01; rX12 =0. 121, p <0. 05;rX13 =
0. 144, p <0. 01);Y1 与“外国关键核心技术在其它

领域的影响力(C11)、专利权人规模(C12)、技术覆

盖范围 (C13)” 均不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 rC11 =
0. 042, rC12 = -0. 024, rC13 =0. 070, p >0. 10)。

泊松与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2 所

示。 两种回归模型相互验证了 X11、X12、X13 对

Y1 均产生了稳定的显著性正向影响作用,假设 H1
得以验证。 C11 对 Y1 产生的影响具有非显著性且

正负向不稳定,C12 对 Y1 产生了稳定的负向影响

但不显著,C13 对 Y1 产生了稳定的正向影响但显

著性水平不稳定。 这表明,外国企业的专利族壁

垒并未有效阻止我国企业基于关键核心技术开展

自主创新,而且外国关键核心技术在国际主导设

计中的影响力越大,我国企业基于这些关键核心

技术开展自主创新的成果就越多,并且该力度并

未受到外国关键核心技术在其他领域影响力大

小、专利权人规模、技术覆盖范围的显著影响。
表 2　 假设 H1 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泊松回归结果 负二项回归结果

模型 1. 1 模型 1. 2 模型 1. 3 模型 1. 4 模型 1. 5 模型 1. 6 模型 1. 7 模型 1. 8

X11 —
0. 387∗∗∗

(6. 09)
— — —

0. 399∗∗∗

(4. 98)
— —

X12 — —
0. 002 78∗∗

(2. 38)
— — —

0. 003 19∗∗

(2. 01)
—

X13 — — —
0. 000 99∗∗∗

(3. 16)
— — —

0. 001 20∗∗∗

(2. 61)

C11
- 0. 000 314 - 0. 000 433 0. 000 071 5 0. 000 310 - 0. 000 13 0. 000 004 3 0. 000 288 0. 000 614
( - 0. 11) ( - 0. 16) (0. 03) (0. 11) ( - 0. 04) (0. 00) (0. 09) (0. 19)

C12
- 0. 172 - 0. 306 - 0. 201 - 0. 191 - 0. 168 - 0. 304 - 0. 203 - 0. 193

( - 0. 59) ( - 1. 04) ( - 0. 69) ( - 0. 65) ( - 0. 51) ( - 0. 94) ( - 0. 62) ( - 0. 59)

C13
0. 061 6∗∗∗ 0. 042 9∗ 0. 043 7∗ 0. 041 3∗ 0. 063 3∗∗ 0. 041 4 0. 044 1 0. 040 5
(2. 74) (1. 88) (1. 82) (1. 74) (2. 41) (1. 58) (1. 58) (1. 46)

C14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 803 0. 569 0. 848 0. 837 0. 798 0. 557 0. 849 0. 839
(1. 05) (0. 74) (1. 11) (1. 09) (0. 92) (0. 65) (0. 98) (0. 97)

Log likelihood - 680. 77 - 665. 28 - 678. 34 - 676. 74 - 665. 49 - 654. 10 - 663. 53 - 662. 15
Pseudo R2 0. 039 1 0. 061 0. 042 5 0. 044 8 0. 028 6 0. 045 3 0. 031 5 0. 033 5

N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388
注:( )内为 z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p < 0. 10, p < 0. 05, p < 0. 01 时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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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设 H2 实证结果分析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我国选择与国际主导

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Y22)
与采用 3 种方式测度的“每家外国企业在国际主

导设计中的影响力” (X21、X22、X23)均存在显著

性正相关( rX21 = 0. 531, rX22 = 0. 561,rX23 = 0. 531,
p < 0. 01),而且这些正相关系数大于“我国沿用国

际主导设计既定的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Y21)
与 X21、 X22、 X23 的系数 ( rX21 = 0. 376, rX22 =
0. 509,rX23 = 0. 509, p < 0. 01)。 另一方面,Y22 与

反映外国企业整体技术实力的 3 个控制变量“每
家外国企业在各个领域的专利族总数(C21)、每家

外国企业专利总数(C22)、每家外国企业在音频 /
视频技术领域的专利总数(C23)”均存在显著性正

相关( rC21 = 0. 852, rC22 = 0. 839,rC23 = 0. 856, p <
0. 01),而且这些正相关系数也明显大于 Y21 与

C21、C22、C23 的系数( rC21 = 0. 520, rC22 = 0. 500,
rC23 = 0. 536, p < 0. 01)。

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企业究竟是更倾向于随

大流还是更倾向于另辟蹊径,引入变量 Y23,由于

其取值范围存在负值区间,不宜采用泊松与负二

项回归,本文构建 OLS 线性回归模型,如表 3 所

示。 X21、X22、X23 对 Y23 均产生了稳定的显著性

正向影响。 C21、C23 对 Y23 也产生了稳定的显著

性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系数明显小于 X21、X22、
X23。 这表明,每家外国企业在国际主导设计中的

表 3　 假设 H2 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 模型 2. 1 模型 2. 2 模型 2. 3 模型 2. 4

X21 —
3. 733∗∗

(2. 15)
— —

X22 — —
0. 987∗∗

(2. 05)
—

X23 — — —
0. 202∗

(1. 93)

C21
0. 106∗∗∗ 0. 100∗∗∗ 0. 107∗∗∗ 0. 108∗∗∗

(4. 97) (4. 75) (5. 09) (5. 13)

C22
-0. 033 2∗∗∗ -0. 033 4∗∗∗ -0. 036 4∗∗∗ -0. 036 7∗∗∗

( - 3. 26) ( - 3. 35) ( - 3. 60) ( - 3. 61)

C23
0. 078 1∗∗∗ 0. 078 1∗∗∗ 0. 079 7∗∗∗ 0. 080 1∗∗∗

(5. 46) (5. 58) (5. 67) (5. 68)

常数项
- 289. 8∗ - 334. 3∗∗ - 342. 0∗∗ - 332. 5∗∗

( - 1. 94) ( - 2. 27) ( - 2. 30) ( - 2. 24)
Adj R-squared 0. 796 6 0. 805 5 0. 804 5 0. 803 4
Prob > F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N 83 83 83 83

影响力越大,其可能布局的差异化技术路线越多,
我国企业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

路线开展自主创新的力度就越大。 在 105 家池内

成员机构中,剔除资料检索不全的机构后余 83 家,
其中 71 家 Y23 值为正,这表明,相比于随大流,我
国企业更倾向于另辟蹊径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

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假设 H2 得以

验证。
3. 假设 H3、H4、H5 实证结果分析

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每家中国企业自主开

发主导设计”(Y3)与“每家中国企业选择与国际主

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
(X32)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r = 0. 261, p < 0. 01),
其相关系数大于 Y3 与“每家中国企业沿用国际主

导设计既定的技术路线开展自主创新”(X31)的系

数( r = 0. 166, p < 0. 01),这表明,相比于随大流,
我国企业另辟蹊径的策略与自主开发主导设计的

相关性更高。 Y3 与采用 4 种方式测度的“中国特

色大国需求效应驱动的主导设计开发动力机制”
(M11、M12、M13、M14)、“以我国国有企业为主体、
高校与科研院所共同参与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组织机制”(M21、M22、M23、M24)均存在显著性正

相关( r > 0. 9, p < 0. 01)。 Y3 与“本单位获得发明

专利授权总数” (C31) 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 r =
0. 241, p < 0. 01),但系数较小,这表明,我国企业

只有聚焦于主导设计技术而非总体技术开发,才
能够真正有效地推动我国主导设计自主开发。

为了进一步获悉我国企业究竟是更倾向于随

大流还是更倾向于另辟蹊径,引入 X33 变量,泊松

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4 与表 5 所示,模型 3. 1 与

3. 2 分别验证了 X33、C31 对 Y3 均产生了显著性正

向影响,这表明,随着 X33 值由小变大,即随着我

国企业随大流力度减弱,另辟蹊径力度增强,越有

助于提升我国企业自主开发主导设计的水平

(Y3),假设 H3 得以验证。 为了考察不同类型的参

与单位对主导设计开发的差异性影响,依次引入国

有企业数量、国有企业与科研机构数量、国有企业 \
科研机构 \高校(产学研)数量、国有企业 \科研机构

\高校 \行业学会 \研究会数量等 4 种测度方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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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假设 H3 与 H4 泊松回归结果与 M1 分类分析
变量 模型 3. 1 模型 3. 2 模型 3. 3 模型 3. 4 模型 3. 5 模型 3. 6

X33
0. 000 847∗∗∗

(23. 18)
—

-0. 000 052 6 - 0. 000 035 9 - 0. 000 054 2 - 0. 000 052 6
( - 0. 53) ( - 0. 36) ( - 0. 55) ( - 0. 53)

C31 —
0. 000 074 5∗∗∗ 0. 000 018 3∗∗∗ 0. 000 015 6∗∗ 0. 000 016 2∗∗ 0. 000 016 2∗∗

(24. 93) (2. 84) (2. 42) (2. 50) (2. 51)
C3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14 — — — — —
-137. 6∗∗∗

( - 9. 43)

M21
1 510. 0∗∗∗ 1 633. 7∗∗∗ 1 612. 7∗∗∗ 1 605. 0∗∗∗

(10. 52) (12. 05) (12. 09) (12. 11)

M11 — —
-170. 8∗∗∗

( - 7. 54)
— — —

X33 ×M11 — —
0. 128∗∗∗

(9. 31)
— — —

M12 — — —
-153. 9∗∗∗

( - 9. 38)
— —

X33 ×M12 — — —
0. 091 8∗∗∗

(9. 10)
— —

M13 — — — —
-142. 1∗∗∗

( - 9. 34)
—

X33 ×M13 — — — —
0. 089 8∗∗∗

(9. 69)
—

X33 ×M14 — — — — —
0. 086 3∗∗∗

(9. 62)

常数项
2. 610∗∗∗ 2. 631∗∗∗ 1. 773∗∗∗ 1. 725∗∗∗ 1. 709∗∗∗ 1. 711∗∗∗

(118. 46) (104. 57) (47. 18) (44. 61) (43. 48) (43. 67)
Log likelihood - 2 254. 67 - 2 183. 47 - 564. 58 - 544. 39 - 544. 13 - 542. 98
Pseudo R2 0. 071 9 0. 101 3 0. 761 4 0. 769 9 0. 770 0 0. 770 5

N 154 154 147 147 147 147

表 5　 假设 H5 泊松回归结果与 M2 分类分析
变量 模型 3. 7 模型 3. 8 模型 3. 9 模型 3. 10

X33
- 0. 000 025 3 - 0. 000 010 6 - 0. 000 049 2 - 0. 000 026 9
( - 0. 24) ( - 0. 10) ( - 0. 46) ( - 0. 25)

C31
0. 000 009 85 0. 000 010 5 0. 000 012 7∗∗ 0. 000 012 3∗

(1. 52) (1. 64) (1. 97) (1. 90)
C32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M14
- 153. 8∗∗∗ -142. 8∗∗∗ -142. 4∗∗∗ -142. 2∗∗∗

( - 10. 57) ( - 10. 67) ( - 10. 66) ( - 10. 56)

M21
1 773. 0∗∗∗

(12. 87)
— — —

X33 ×M21
0. 854∗∗∗

(8. 09)
— — —

M22 —
1 302. 2∗∗∗

(12. 84)
— —

X33 ×M22 —
0. 645∗∗∗

(8. 26)
— —

M23 — —
1 221. 3∗∗∗

(12. 87)
—

X33 ×M23 — —
0. 605∗∗∗

(8. 33)
—

M24 — — —
1 175. 5∗∗∗

(12. 77)

X33 ×M24 — — —
0. 575∗∗∗

(8. 22)

常数项
1. 733∗∗∗ 1. 732∗∗∗ 1. 739∗∗∗ 1. 740∗∗∗

(44. 79) (46. 25) (46. 64) (46. 67)
Log likelihood -557. 17 - 582. 68 - 579. 90 - 582. 03
Pseudo R2 0. 764 5 0. 760 2 0. 761 3 0. 760 4

N 147 154 154 154

型 3. 3 至 3. 6 分别验证了 M11、M12、M13、M14 对

Y3 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4 得以验

证。 模型 3. 7 至模型 3. 10 分别验证了 M21、M22、
M23、M24 对 Y3 均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

H5 得以验证。 其中,国有企业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强

(调节系数 = 0. 128, p < 0. 01),国有企业与科研机

构共同参与的调节作用次之(调节系数 = 0. 091 8,
p <0. 01),国有企业 \科研机构 \高校(产学研)共同

参与的调节作用略弱(调节系数 = 0. 089 8, p <
0. 01),国有企业 \科研机构 \高校 \行业学会 \研究

会共同参与的调节作用相对最弱 (调节系数 =
0. 086 3, p < 0. 01)。 这表明,在我国主导设计开发

中,国有企业的推动作用最大,科研机构、高校、行
业学会与研究会的作用依次减弱。 这印证了产业

主导设计开发与技术标准制修订,应该交给真正

应用主导设计的企业牵头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牵

头开发与制修订,而不是由科研机构、高校、行业

学会、研究会牵头制定后再交给企业实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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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检验假设 H3、H4、H5 实证结果稳健

性,本文还构建了负二项回归模型,主要实证结果

与泊松回归模型保持一致,不再赘述。 实证研究

的详细数据与统计结果可向笔者索要。
四、结论与建议

我国主导设计开发与发达国家相比,在技术

变革周期、市场需求、驱动机制、开发时机选择、技
术开发战略、市场开发战略、竞争机制、政治经济

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现有的发达

国家主导设计理论与实践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难以解释和指导技术追赶中的我国实践,没有

站在后发国家立场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机

制优势探讨初始技术相对落后的企业如何成功逆

袭,推动我国自主开发的潜在主导设计转化为现

实的主导设计。
国际主导设计跨越国界推行技术与市场双重

垄断、政治打压给后发国家带来了多重市场失灵,
在“政府—市场”二分法逻辑下,传统的政府干预

机制难以凑效,需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中间地带”体制机制优势,健全中国特

色“大国需求效应”驱动的主导设计市场开发战略

与政策,汇聚庞大的主导设计开发的“市场拉动

力”;建立“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

主导设计开发组织机制与政策体系,汇聚庞大的

主导设计开发的“组织推动力”。
从主导设计竞争视角,重新审视企业技术战

略,本文研究发现,在中国特色大国需求效应驱动

的市场拉动力与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组织推动力

作用下,我国企业瞄准国际主导设计中的关键核

心技术展开攻关并取得了丰富成果,而不是绕开

关键核心技术仅仅从事与国际主导设计配套的外

围辅助技术开发;相比于随大流沿用国际主导设

计既定的技术路线,我国企业更倾向于另辟蹊径

选择与国际主导设计不同的差异化技术路线开展

自主创新,进而更有助于自主开发出我国的主导

设计,成功地打破了国际垄断局面。
针对国际主导设计由“单个专利”之争演变成

为“专利池”之争,进而升级为“技术标准”之争的

发展态势,中央科技委员会可将产业主导设计开

发为重要抓手之一,引导我国大型国企、骨干民

企、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双一流

高校等创新主体强强联合,实施政产学研用协同

创新,联合组建专利池与技术标准产业化联盟,具
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研究了国际主导设计技术与市场双重垄断

背景下技术追赶中的我国实践,研究结论是否适用

于我国具有全球优势的技术引领领域,有待于后续

研究论证。 中国特色大国需求效应驱动机制、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组织机制等制度安排容

易诱发垄断,既要发挥中国特色“中间地带”体制机

制优势,又要提升国内市场竞争效率,需要根据不同

细分产业、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变化

做出政策调整。 这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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